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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星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提出著名的“互文理论”。这一
理论是指：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后来，法国思想家德里达
和福科延续并扩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最好是将文本理解为文本之间的组合。

三种文本以及它们的互动

　　上述理论意味着，从作者或读者角度看，可以动笔或动脑就开展写作或阅
读，但这不是关键。因为作者或读者头脑中没有以往文本的“熏陶”或“培育”，
就谈不上写作或阅读。这一理论包含了一个辅助理念，即文本至少既有文字化
的，也有思维化的，还有社会化的——— 就像作者或读者会参考各类文字文本，
但头脑中也有思维调整，调整就出现了思维文本。作者或读者还会受到外在各
种情景的影响，那些情景正是社会文本。当然，文字文本、思维文本、社会文本
三者的界限和关系非常微妙，但这无关宏旨，要点是不断往来的互文关系。
　　从互文关系的认识，可以得到一个延伸思路：想要把握含义，应在互文关系中
寻找。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文学理论思考，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有意义吗？

法律怎样融合文本

　　法律是一种特殊文本，但同样存在作者或读者，同样存在文字、思维、社会
三者的关系；重要的是，在法律问题中，文字、思维、社会通过作者或读者，也会
自我融合，彼此推动。因此，参考上述文学理论的思考，或许会有收获。
　　先看法律问题的实例：
　　2015年，我国民法典开始编纂，其中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 这个
表述是另外一部法律，1999年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文字延续。2020年，这一表
述在最高人民法院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又被提到。
　　我国民法典有“居住权”条款。制定该条款时，立法者头脑里不仅想到了德
国、日本的相似法条，而且还浮现了北京胡同里为争半间平房闹上法庭的祖孙
三代的诉求情景。
　　在这两个立法例子中，可以清晰看到：立法者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它既让
法律文字文本自我融合，还让思维文本自我融合，同时使社会作为文本和文字
文本与思维文本彼此推动。我们甚至可说，这是立法的常态。
　　2016年，山东聊城“于欢案”二审改判。改判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
援引1979年刑法第二十条，而且通过裁判文书说理部分，援引现代正当防卫理
论，关注当时社会舆情，回应社会长期存在的孝道伦理观念。
　　2025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审理“AI换脸侵权第一案”。法官对照了民法典·人
格权编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的文字，结合了网红主播、技术开发者和普通网民对“肖像权”的不同想
象，同时注意了数字时代的宏观变化，作出判决。
　　两个司法例子，清晰地表明了互文——— 司法者成为作者之时也是读者，裁判文书同样在法律
文字文本上叠加了思维文本和社会文本。
　　浙江义乌的电商常会在凌晨3点修改合同，以赶上海外客户的工作时间；四川凉山的村民会
参考彝族习惯法分割遗产———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依照电子商务法或民法典，考虑当时商
情、当地民情，实施法律行动。
　　我们每天点击的“用户协议”，也在默默进行着普通人集体塑造法律的实践。应该记得，2024
年某购物平台因“默认勾选条款”败诉——— 这是亿万消费者用鼠标投票的结果。
　　这些守法例子，又清晰表明互文：商家、村民和其他普通人都是读者也是作者。他们也在三种
文本关系中实践法律。

法律含义的生命力何在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能够看到法律文本在互文关系中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若仅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字
面，而忽视其所嵌入的思维背景与社会情境，理解往往会趋于机械。反之，若只回应社会情绪而脱离条文
结构，含义又可能失去边界。正是在三种文本的往复流动中，法律解释才能既保持稳定，又不断调整。
　　其实从根本上讲，立法者、司法者（包括执法者）、守法者，不大可能在考虑法律文字文本之时，不考
虑人们是怎样想的、社会情景是怎样形成的——— 这从总体上表明：互文关系不可避免，法律含义贯穿于
这一关系中总是真实的。因此，上述文学理论的思考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

　　深入来说，注意互文现象，在文字文本、思维文本、社会文本之间思
考，能使我们透彻理解法律含义。这比仅在文字文本中理

解法律含义，更为关键、周全，而且生动。还要注
意，或许正是因为互文关系，法律含义才得

以在不同情境中持续生成与更新，具
有了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
学教授）

□ 李德嘉 石与涵

　　秦律中关于耕牛考评的规定非常有意
思，其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进
行四次耕牛评比。评比主要看牛有无“减
絜”，即腰围是否消瘦。耕牛腰围有所“减
絜”，主事者即按减损寸数受罚，考核优良者
则可获得酒肉、资劳或免役等奖励。这样的
规定看似是在评比耕牛，实际却是在考察田
啬夫、牛长及饲养人员是否尽到职责。结合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十八种》
等文献中有关秦朝官吏职责、考课与责任承
担的规定，可以看到，秦的官吏考课制度具
有“以事课吏”的特点，即主要依据官吏所掌
事务设置考课内容，再由事务办理结果评定
其是否称职。

以事为课：职务决定考课的内容

　　秦朝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和行政
管理机构。县廷之内，官吏各领其职。田啬夫
掌农事，仓啬夫掌仓储，苑啬夫负责苑囿畜
养，司空主持工程与刑徒事务。相应的，朝廷
考核官吏，并不设一套通行的标准，而是依据
其职务分别确定应当完成的事项。除上文提
到的耕牛考核以外，马在秦朝涉及驿传与军
需，不容疏忽，掌管马匹的厩啬夫也有一整套
围绕马的考核要求。《秦律杂抄》规定，评比官
吏乘马时，要评估马匹是否行动迟缓、身体瘦
弱。此外，供乘骑的军马体高还要在五尺八寸
以上，能够听从指挥，若不达标，厩啬夫及厩
中其他管理人员须分别承担罪责。如果是驾

车用的牛马，每年考核一次数量，死亡数量不
得超过规定标准。放牧过程中如有突发死亡，
亦须即刻上报，由县府来核查。
　　《商君书》有言：“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
之所以为端也。”让官与事共事而利益不同，
是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关键。以养马为例，
“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
国家养马，目的是令马膘肥体壮、可堪役使，
但厩啬夫的私心却是省事图利。如果马能说
话，啬夫的过失就无所遁形。由此可推，考课
若要可靠，就要依照官吏所掌何事，便考其
何事的原则，虽然不能让事开口说话，但依
照事的内容设立考核内容，能够起到以事课
吏，以事制衡人的作用。

据效核课：秦朝考课的方式

　　考课内容确定之后，就面临衡量官吏履
职效果的问题。秦律对于官吏的考课方式大
致可以归纳为双重机制：首先是用数量化标
准评价履职效果，然后再用簿籍所载与实物
相互验证，确保官吏报告内容属实。
　　秦律中经常能看到法律条文把官吏的
履职情况换算成具体的数字，耕牛考核便是
一例。《厩苑律》规定，用牛耕田导致牛腰围
减损的，负责人受笞刑。律文没有笼统地说
“牛瘦则罚”，而是给出了精确的换算：腰围
每减一寸，笞打十杖。牛的损耗由此变成了
可以度量的数目，官吏所受笞刑的数目，直
接跟牛的消瘦程度相关联。
　　为了确保簿籍记录的真实性，考课设置
了第二重机制——— 簿籍与实物的相互核验。
其中，仓储事务的核验最为典型。《仓律》对
粮食入仓后的管理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核验
办法：谷物按规定数量分积储存，由县啬夫

（县府主管官员）等相关人员共同封缄，并在
仓外设置题识，写明数量、日期和经手人。等
到仓啬夫更替的时候，接任者要打开封缄核
验，比对题识上的记录与前任留下的账目是
否一致。粮食出仓时，若更换了出仓人，新出
仓人也需要依据题识称量重量，不符的部
分，由出仓人赔偿。封缄和题识，让仓储可以
随时反复查验。
　　《效律》与《仓律》中反复出现的“效”，指的
就是对官府财物的清点核查。这种核验方法
不限于粮食，凡有账可查、能够清点数目的，都
可能面临“效”，针对不同的数目出入，秦律亦
制定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效”的做法体现了战
国法家“循名责实”的理念。“名”与“实”在先秦
有丰富的含义，放在具体的考课情境当中，簿

籍记录的数目
就 是 一 种
“名”，而

实物存量则是“实”。因此，在官吏管理上，“循
名责实”强调的是官吏的实际履职应当符合
律法所规定的职责。申不害说“名自正也，事自
定也”，正名就是要名副其实，君主负责依照名
检验群臣所为之实，名正则天下治。

以课定赏罚：考课后的责任承担

　　经过严格的核验，秦官吏的考核结果被
分为“最”(优秀)与“殿”(低劣)两级。回到《厩
苑律》中关于耕牛的考核。岁末大课之后，成
绩优异的田啬夫、牛长、饲牛者乃至基层里
典，分别可以获得酒肉赏赐、免除更役或累
加劳绩的奖励；成绩低劣的，则要面对申
斥、减扣劳绩的处分。若因管理不善
导致耕牛腰围减损，主事官吏还要
按照牛消瘦的程度受笞刑。
　　《效律》对责任分配有明
确的规定：同一官府内共事
的官吏各有所掌，哪方面
的事务出了问题，便由
主管者承担罪责。在
此基础上，《效律》对
上下级之间的责任
连带也作了安排。
官 府 啬 夫 受 罚
时，令、丞等上级
官员须承担相
应责任，但处
罚额度逐级递
减：啬夫罚二
甲，令、丞罚一
甲；啬夫罚一
甲，令、丞罚
一盾。责任的
轻重，与距离
事务的远近成
正比。
　　除刑罚和
行政处罚以外，
秦律还规定了官
吏的赔偿责任，用
来弥补因官吏过失
造成的国家财产损
失。《厩苑律》规定，放
牧途中官有牛马死亡的，
如果率领放牧的吏没有及
时上报，致尸体腐败，无法上
缴，就要按照未腐败时的价值
赔偿；驾用官有牛马途中牛马死
亡的，由县府将肉卖出后，所得价钱
低于规定数目，差额由驾用牛马的官吏
补齐。考课的目的不仅是惩戒失职，还在于
维护国家财物足额足数。
　　“以事课吏”使官吏的履职情况能够通
过一项项具体事务被识别和检验，由此体现
出秦朝治理重事功、重效率、重责任的特点。

在秦朝考课制度中，从耕牛的膘情到粮仓的
盈亏，从工程的估算到器物的核验，每一件
事都对应着具体的职务和具体的责任。正是
在这种以“事”为纲的安排中，考课有了明确
的衡量尺度，行政与经济管理得以被严格规
制，国家机器的运转也由此变得高效而
可控。
　　（作者单位：北京
师 范 大 学 法
学院）

□ 张椰子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诗经·召南·甘棠》中的这
几句咏叹，是一曲中国早期法治智慧的序曲。西周召伯在甘棠树下

听讼决狱，不扰民、不伤民，留下了“甘棠遗爱”的佳话。时光流转，至
大唐盛世，这种“以礼为魂、以法为骨”的治理理念臻于化境，构建起“德

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完备体系。唐代的“棠荫遗风”，不仅是
对西周礼法合治的继承，更为我们当下的法治建设，留下了一面温润而厚重

的历史明镜。

律法入礼：条文里的道德温度

　　唐代的法治智慧，首先体现在立法者如何将冰冷的法条浸润于道德的温情
之中。这种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修补，更是治理哲学上的一次飞跃。
　　西周时期，“礼”与“刑”虽并行，却有着森严的阶层界限，后世常以“礼不下
庶人，刑不上大夫”概括该时期礼刑分治的特点。而唐代则在更大程度上融合了
礼与法，通过编纂《唐律疏议》，确立了“一准乎礼”的立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律不
再仅仅是惩罚的工具，而是道德秩序的载体。正如《唐律疏议·职制》中规定“乘舆
服御物，持护修整不如法者，杖八十”，这看似严厉的刑罚，实则蕴含着“礼者，天
地之序也”的伦理要求，将尊卑有序、恪尽职守的礼仪规范，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
底线。
  这种“礼法交融”的立法技术，让法律拥有了灵魂。它延续了召伯在甘棠树下
那份“为民”的初心，使法律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凝聚道德共识的重要工具，而非
单纯的暴力机器。唐代立法者深知，法律若失去了道德的支撑，便如无根之木，
难以长久；道德若缺乏法律的保障，则如镜花水月，难以落实。正是这种双向奔
赴，筑牢了大唐盛世的治理根基。

情理之间：司法中的审慎之光

　　唐代的司法实践，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份“明德慎罚”的审慎与仁心。在那个
时代，司法官们手中的判笔，衡量着罪与罚，也掂量着生与死、情与理。
　　西周𪝝匜铭文记载的“牧牛案”，展现了“慎罚”的早期智慧；而唐
代的司法官们，则将这种智慧推向了高峰。史册中，徐有功的名字熠
熠生辉。武则天时期，他出任司刑丞，力挽狂澜于既倒，被后世誉为

古代法官的典范。
　　在“颜余庆案”中，酷吏欲借谋反大罪诛杀颜余庆。徐有

功细究案情，发现颜余庆仅与李冲有债务往来通信，并未
参与核心谋划。在那个“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恐怖

氛围中，徐有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依据《永昌
赦令》中“魁首”与“支党”之别，力排众议，判

定颜余庆为从犯，最终说服武则天改判
流放，避免了一场滥刑伤民的

悲剧。

　　戴胄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唐太宗曾下诏，官员诈
冒资荫而不自首者处死。后来查获一名诈伪选官，太宗意欲
按敕令将其诛杀。戴胄顶住皇权压力，提出敕令出于一时喜怒，
而法律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的根本，坚持依法判处流刑。这种在权
力面前不低头、在法理面前不动摇的风骨，正是“甘棠遗爱”在唐代司
法领域的生动投射。

贤官治世：德政与法治的同行

　　徒法不足以自行。唐代德法共治的落地，离不开一批兼具法治素养与
道德情操的“贤官”。他们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是道德的化身。
　　狄仁杰便是其中的典范。在“权善才、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案”中，唐高宗因二
人误砍昭陵柏树而震怒，下令处死。狄仁杰据理力争，指出按照《唐律疏议》，盗伐
园陵草木罪仅处徒刑，罪不至死，若因一棵树而杀两位忠臣，不仅违背法律本意，
更会损害皇帝的圣明。
　　狄仁杰劝谏高宗时的那番话，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臣闻逆龙鳞，忤人主，
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
下为何主？”这番义正辞严的辩护，既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又以道德劝诫避免了君
主的决策失误。最终，唐高宗的怒气消了，权善才等人的命保住了。这不仅是法律
的胜利，更是理性的胜利。
　　狄仁杰不仅严格依法断案，更注重以道德教化化解民间纠纷。这种“执法为
民、以德立身”的风范，让“甘棠遗爱”的精神在大唐疆土上生根发芽，成为后世官
员效仿的标杆。

棠荫遗风：中华法系的文化底色

　　从西周的“蔽芾甘棠”到唐代的“棠荫遗风”，中华法系中“德法共治”的理念一
脉相承，从未断流。唐代将“礼”与“法”、“德”与“刑”结合得如此紧密，形成了刚柔
并济的治理格局。这种格局深刻揭示了一个朴素的哲理：法律是成文的道德，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礼法交融、德刑并举的治理智慧，滋养了华夏数千年的政
治文明，也让“甘棠遗爱”的故事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符号。
　　甘棠树下所承载的，不仅是召伯一人的勤政仁心，更是一个民族
对公平正义、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在唐代，这份追求通过精密的法
典编纂和贤臣的司法实践得以具象化。它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治
理，都不能失却对人性的体察、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礼义廉耻的守
护。那些镌刻在青史中的名字，徐有功、戴胄、狄仁杰，他们或
许不曾预知千年后的世界，但他们凭借对法律的赤诚和
对道义的坚守，已然为后世构筑起一座灯塔。这灯塔
的光芒，穿过历史的烟云，依旧温润而坚定，如同
一棵永不凋零的甘棠，荫庇着后来者的前行
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学院） 

  枪最终还是上了膛。
在莫测的命运中，中国法
治给出了犯罪必须付出
代价的笃定答案

以事课吏的秦朝考课制度

  在秦朝考课制度中，
从耕牛的膘情到粮仓的盈
亏，从工程的估算到器物
的核验，每一件事都对应
着具体的职务和具体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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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律问题中，文字、思
维、社会通过作者或读者，也
会自我融合，彼此推动

        甘棠遗爱：
穿越千年的德法回响

□ 李佳

　　类型片中，像“空枪”这般贴切且意蕴深
刻的名字，并不算多。在过去不久的、不乏大
片佳作的暑期档，一部以“空枪”为名的电影
登上银幕，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警匪片类型
的空白。这部由韩延导演，朱一龙、檀健次主
演的电影，以“港片”的路数，讲述了一个与
内地、香港皆相关的故事，刻画了20世纪90
年代的犯罪“群像”。这部电影，更像一则关
于时代和人性的生动寓言。

赌徒的犯罪之路

　　在《空枪》里，朱一龙贡献了演艺生涯中
颇具颠覆性的表演。由他饰演的万梓强，既
是一名恶贯满盈的凶犯，也是大胆狠绝的
“赌徒”——— 拿自己的命在赌。此人不按常理
出牌，一言一行俱是平静的癫狂，一颦一笑
既放任又克制。这与万梓强“谜”一般的复杂
人设有关，他是一个“犯罪集合体”。
　　故事的背景，设定于20世纪90年代、
香港回归之前，许多人从内地来香港“淘
金”，以为香港“遍地黄金”，梦想改变命
运，万梓强是其中之一。最初，他与几名同
乡住“笼屋”、打苦工，而后一步步在这个
城市的繁华与冷漠中迷失，走上了妄图通
过犯罪“一夜暴富”之路。影片在160分钟
的时长里，呈现了三起主要案件，分别是：
抢劫运钞车案、首富陈辉延之子绑架案和
港口爆炸案（预谋）。虽然都是虚构，情节
不乏杜撰，但亦杂糅了20世纪90年代多起
粤港真实案件的元素，如1990年启德机场
押表车劫案等。
　　真实案件为影片提供了扎实的故事

框架，也为观众提供了回望那个特殊年代
的罅隙。朱一龙大开大合的表演风格，将
“赌”化作了一场游戏、一种人生。他微微
泛红的眼眶、悲喜难测的笑容，让人深信
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失控的豪赌，不疯魔不
成活：命悬一线时的“轮盘赌”，让他逆风
翻盘；作案完成、逃跑路上，面对警官时的
戏谑，是嚣张的挑战；绑架完成后，直面首
富“贴脸开大”，是彻头彻尾的反其道而
行；他的妻子（也是同伙）是他在赌场中找
的；他赢得官司，也赢得了利用舆论作为
杠杆的赌注……影片的英文名是“V”，这
个象征着“赢”的缩写，如同对这场豪赌直
白的注解——— 只不过其颜色，是令人不安
的血红。
　　“赌”是一种极端不确定的状态，在其
天平两端，输与赢各占一半。与之相对，在
万梓强的嬉笑怒骂、举手投足之间，也透
着半是疯狂、半是狠绝的张力。尤其是故
事推进到末章，他在香港帮派聚会上经历
生死一搏后的恣情舞步。那一舞，让人联
想到影史上许多经典片段，如《小丑》中的
亚瑟、《白日焰火》中的张自力……但又不
全是，他就是他。万梓强的舞步，既是他蜕
变的标志——— 其心底仅有的一丝正常人
成分已荡然无存，完全沦为一心只想赢的
疯子，也是对悲伤的宣泄，其中有刚刚失
去妻子和兄弟们的不甘，亦有向全世界
“宣战”的狂妄。
　　万梓强的舞步实则是一种心理外化，是
一个动起来的心理空间，里面凝结着许多像
他一样、身处边缘之人对于未来的茫然。毕
竟经过这一夜，许多东西都将改变，不只是
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更有许多人的命运和
选择。

“劫富”背后的自卑

　　赌上一切，是因为自卑。在万梓强这个
人物身上，有非常完整的成长线，故事皆围
绕他展开，代入他的视角，所有的意向也都
落于他，并通过他完成了一个关于当代人在

多种诱惑和利益冲击下，如何抉择和沉浮的
命运寓言。毋庸置疑，这个人物刻画得十分
出彩。
　　万梓强就是一把“空枪”，整部影片也
是。除此之外，“空枪”还是全片的题眼。让所
有人物的生命轨迹发生重大转变的，正是万
梓强手持空枪赢下的“轮盘赌”。命运的未知
与莫测藏于其中，空枪代替命运开了一个玩
笑，亦完成了一场审判。在秘密被揭开之前，
它却成为支撑万梓强们放手一搏的底气。然
而，无论他们如何搏命，命运却从一开始就
预示：他们与空枪的所有者荣哥（袁富华饰）
之流，不可能是同一阶层，遑论首富陈辉延

（梁家辉饰）。
　　在故事的推进中，“空枪”的意味也在不
断丰富、深化。抢劫运钞车，未放一枪，完全
靠精确的情报和算计；罪行败露落网、面临
法庭审判，终究有惊无险，恰与当初的“轮盘
赌”一样；绑架首富之子，是一场极致的心理
博弈，那放在首富之子头上的，也是一把“空
枪”。那场“大盗”（万梓强）与“大佬”（陈辉
延）的对决，甚至有种向权威叫板、直刺资本
真相的味道。
　　大佬手上名贵的手表、被迫吞下洒满盐
的清粥，将戏谑拉满，而其庞大华丽的庄园、
满屋奢华的名表，满街夸张的海报……又恰
到好处地展现了资本的侵略性，遮盖了万梓
强们“劫富”背后深刻的自卑。
　　自从万梓强往手枪中装入一颗子弹起，
叙事便急转直下，在那份“命运的眷顾”中，
开始多了一意孤行的执念和求之不得的痛
楚。影片戳破“泡泡”、加剧痛苦的方式，是一
场对决，即大陆警官亓宏刚（檀健次饰）和万
梓强间的“猫鼠游戏”。为强化这场“游戏”的
张力，影片还引入了《天龙八部》的意象。亓
宏刚最欣赏乔峰，这暗示了其凛然的正气
和磐石般的信念；而万梓强最欣赏段誉，在
对决的前半段，影片也几次安排他如“凌波
微步”般巧妙逃脱。唯有最后一次，凌波而
来、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是亓宏刚。这诚
然是正义必胜的结局，也将“猫鼠游戏”的戏
剧性拉满。

“武戏文演”的新方式

　　不过，这场对决可谓差强人意，且与之
前的剧情产生某种程度的割裂。
　　一方面，是因为影片浓墨重彩的书写
几乎全在万梓强身上，不仅视角是他的，
就连《天龙八部》、菠萝油、游戏币等反复
出现的意象或道具，亦全是其内心的外
化，这让观众很难代入亓宏刚的视角。加
之亓宏刚“帅痞”的形象，又与万梓强有着
几分重复。
　　另一方面，影片自身也是一把“空枪”，
它在尝试一种“武戏文演”的新方式。无论是
犯罪戏码还是“强强对决”，始终未放一枪。
相较传统港片，这是一种创新，然而有创新
就有风险。影片被人批评是“伪港片”，概源
于此。况且三起重案、数场对决，全靠文戏撑
着，160分钟的时长，更将文戏铺得满满当
当，观众产生视觉疲劳在所难免。
　　纵然如此，枪最终还是上了膛。在莫测
的命运中，中国法治给出了犯罪必须付出代
价的笃定答案。那场由“空枪”开出的命运玩
笑，那颗实则在开始就已打出的“子弹”，最
终“正中眉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则冷峻
的现代寓言，纵然带着些许滞重，却还算比
较完满。

　　（作者系全国公安文联会员）  

一一则则冷冷峻峻的的现现代代寓寓言言
————观观电电影影《《空空枪枪》》有有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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